
华罗庚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

我所认识的数学大师

华罗庚先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与数
学的普及工作。 他对我国数学界影响之
大，恐怕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在某种程度
上， 可以说没有华罗庚就没有现代的中
国数学。

1950年，华先生回国后不久即参加数
学研究所的筹备。1952年出任数学所所长。

他广泛搜罗人才， 并亲自领导数论组与代
数组的讨论班，培养研究人才。

他还在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任教， 亲自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并撰写
讲义，即后来出版的《高等数学引论》。

华先生特别热心数学的普及工作，

经常给中学师生与数学爱好者作通俗讲
座，并写作一些科普读物，如《从杨辉三
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
子的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统筹
方法平话》《优选法平话》等。

华先生非常重视自己所做的普及工
作。在日本东京大学作报告的提纲中，就
将一生的工作分为 “理论 ”与 “普及 ”两
块，相提并论。

华先生还说 ： “深入浅出是真功
夫 。” 他的报告就是深入浅出的典范 。

1964年， 我第一次听到华先生的报告。

华先生特别注意听众的要求与接受能
力。 报告一开始就说： “今天来的人很
多 ， 我一定要把 ‘音 ’ 定好 ， 不能太
高， 也不能太低。”

他定的“音”果然恰到好处。那天他
先举了茶杯与杯盖的例子 。 圆口的茶
杯 ，杯盖也是圆 ，直径稍大一些 。 杯盖
无论怎么放 ，也不会落到杯中 。 但是 ，

如果杯口是正方形呢 ？ 即使杯盖是稍
大的正方形，依然会落入杯中。 这个通
俗的问题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 接
着，他又举了当时苏联发射洲际导弹宣
布的禁入区域 。 他说 ，“从这个四边形
区域的四个顶点，立即可以推出发射塔
是在乌拉尔山的某处。 ”这样的例子雅
俗共赏 ，充分说明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

生活离不开数学。

10年浩劫之后，华老决心振兴我国数
学。 1981年，年过七旬的华老率庞大的讲
学队伍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行有王
元、吴方、杨乐、张广厚等，又邀请复旦大学
的夏道行、谷超豪、胡和生，南京大学的周
伯勋、叶彦谦，还有科技大学本校的龚升、

石钟慈、彭家贵等。

国内20多所大学， 派近百人前来听
讲。华老自己做了“矩阵几何与狭义相对
论”“微积分方程的几何理论”“普及数学
方法的若干个人体会”与“国民经济中所
用到的数学方法”等4次报告。 听众如潮
水般涌向报告厅， 对华老的报告热烈鼓
掌欢迎，反响极为强烈。

华老还认真听取其他人的报告。 有
一次吴方先生的报告中用到一个三角不
等式，华老立即说：“这个不等式，我来证
明。 ”说着便起身拄着拐杖上了讲台，当
场进行演算。可见华老虽已年逾古稀，思
维仍然十分敏捷，而且童心未泯，很喜欢
露一手给大家看看。

华老特别重视数学竞赛。 早在1946

年访苏期间， 就专门考察了数学竞赛活
动， 在心中埋藏了中国倡办数学竞赛活
动的种子。 1956年，华先生著文欢呼“我
们也要搞数学竞赛了”，并亲自倡导在北
京、上海、天津与武汉四大城市举办了中
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

可以告慰华老的是，在华老逝世的
次年 ，我国首次派出正式的6人代表队
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IMO），并
取得了三金一银一铜、总分第四的好成
绩。 1989年 ， 又在 IMO取得总分第一 。

1990年 ， 在北京成功地主办了第31届

IMO，并再次取得总分第一 。

华老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 他写了
很多介绍学习方法的文章， 把自己的心
得传授给大家 。 他勉励青年人努力学
习 ， 反复强调 “聪明在于学习 ， 天才
由于积累 ” 。 在给母校金坛中学题词
时， 华老语重心长地写了4个字： “后
来居上。”

王元
我的学生，我都要和他合作一篇文章

陈景润先生有恩于我，我的博士答辩
就是陈先生主持的。那一天，报告厅挤满
了人，各系的学生都来了，都想亲眼看一
看这位仰慕已久的数学家。后面的人看不
到，就站在折叠椅上，椅子踩坏了很多。

陈先生没有惊人的外貌， 永远是那
么简朴，那么平常。平顶头，戴一副极普
通的眼镜，眼黑显得略大些，转动得比较
少，老是呈沉思状，神游在数学王国里。

陈先生为人非常谦恭 。1984年夏
天 ，先生住在贵州民族学院 。我们上山
拜望 ，陈先生一定要亲自沏茶 ，我们连
声说不必费事 ，先生坚持要沏 ，水瓶空
了 ，又提了水壶 ，装水 ，点火 ，忙个不
停 。我们告辞出来 ，又一定要送 。因为
是晚上 ，又是山路 ，大家一再请先生留
步 ， 先生才很勉强地答应了 ， 站在月
光下，目送我们离去。

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走了一刻多
钟，到了山脚，正要上公路，忽然后面跑

出一个人，扑到大家身上，大笑：“我一直
跟在后面，你们都没有发现。”原来竟是
陈先生！

1957年，由于对塔锐问题的研究受
到华罗庚先生的赞赏 ， 陈先生被调入
数学所 。那时他还很年轻 。从1957年到

1966年的10年时间做了很多出色的工
作 。这么多的成果 ，全是在6平方米的
小屋中，啃着干馒头完成的。

“文革” 后， 陈先生已经誉满天下。

一次， 我奉校方之命请先生去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讲学 （当时我在科大）。 这时
先生已搬过家， 但也只有两小间， 仍然
单身 。 先生执意留我吃饭 ， 亲手做了
自诩的 “盖浇饭”， 就是一碗米饭一个
荷包蛋加上若干片胡萝卜 ， 大概先生
平时自奉的伙食还没有这样 “丰盛 ”。

先生还一再提出 “不要买软卧， 硬卧、

硬座都可以”， 并向我要票： “把票给
我， 我自己去换成硬卧。”

■金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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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法国期间， 与王老师始终保持
着通信联系， 其间我知道我将会留校工
作。 当时只要留在专业教研室， 基本上
就不必从事教学工作了， 上课的任务主
要由普通物理教研室和理论物理教研室
承担。 但是， 我对讲课情有独钟， 因此，

我主动向王老师提出， 希望回国后的秋
季能有机会上 《固体物理》 这门课， 他
非常支持。

但按复旦物理学系当时的习惯， 上
大课前必须要先给主讲老师当助手讲习
题课， 效果不错才有资格讲大课。 为此，

王老师与系领导多次沟通未果。 最后，

他对系领导说： “既然这样， 那这门课
的任课教师就写王迅和金晓峰， 但我是

不会去上的。” 就这样， 1988 年 9 月我
给复旦物理学系 1985 级的学生主讲了
《固体物理》 大课。

然而 ， 出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意
料 ， 王老师从头到尾全程听完了我整
个学期的讲课 ， 而且我每次上课结束
后 ， 他都会让我去办公室听他对我上
课的点评。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课后， 他问
我：“你感觉如何？ ”我说：“我自己觉得还
可以。” 毕竟第一堂课总是花了大精力
去准备的 。 但让我震惊的是 ， 他说 ：

“不是还可以， 我觉得是一塌糊涂。”

接着他一点一点仔细给我剖析， 什
么地方不行， 什么地方不能这样讲， 什

么地方应该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等等。

所以， 我在复旦的第一次上课， 就是在
王老师这样手把手地耐心指导和帮助下
完成的。 我原计划在 1988年 8月进行论
文答辩， 但备课的工作量远远超出了我
的预期， 不得已， 我只能将答辩时间推
迟到了课程全部结束后的 1989 年 2 月。

因此， 可以说， 在我的学生生涯正式结
束之前， 这是王老师给我上的最后一堂
无比生动的指导课， 其意义远超课程本
身而直抵灵魂深处。

（作者为复旦大学物理学系谢希德

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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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讲课不是还可以，我觉得是一塌糊涂”

在去过王老师家交流后， 有一天，

我在物理楼走廊上与他迎面相遇 ， 像
对其他熟悉的老师一样 ， 我主动和他
打招呼 ， 但他的表情却绝不是我所期
待的熟人的感觉 ， 他似乎像没听见似
的 ， 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 ， 然后就
擦肩而过 。 接下来的几次相遇 ， 情况
完全相似 。 这时我才有点明白 ， 为什
么那么多老师说他清高 ， 因为他根本
不屑与别人打招呼啊 ！ 逐渐地 ， 我发
现这可能就是他的习惯和个性 ， 也许
在他看来， 这些寒暄都没什么意义。

如果这还不能让人把王老师与 “清
高”“严厉”“怕他”联系在一起，那么下面

我亲历的一件事也许会让王老师的形象
“立体” 起来。

1985年， 我在读了两年硕士后提前
攻博 ， 由谢希德先生和王老师共同指
导 。 1987年 ， 谢先生和王老师推荐我
去法国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联合培养
一年 。 那时出国算是件大事 ， 何况还
是出国一年之久 ， 因此出国前与家人
吃个团圆饭， 也算是人之常情。

因为知道王老师严厉 ， 我没敢向
他请假 ， 而是向教研室副主任林荣富
老师请了假 ， 但没想到这竟然闯出了
大祸 。 那天晚上六点半左右 ， 正当我
们全家人在杭州欢聚一堂开始举杯之

时 ， 突然来了封只有六个字的加急电
报 “火速返校王迅”！

我的脑袋一下子就炸了， 火速骑车
到武林门的长途电话大楼， 排队半个多
小时， 才轮到我打电话。 能够听出来，

王老师说话声音因气愤而有点颤抖 ：

“你读过复旦大学研究生守则吗？” “你
知道请假一节课需要谁批准吗？ 请假半
天需要谁批准吗？ 请假一天需要谁批准
吗？” 问题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原来 ， 他就是想说 ， 我这个情况
已经需要学校研究生院批准了 。 凭着
多年与王老师的交往 ， 我知道这时的
最好反应就是不辩护 ， 否则火力会更

猛 。 等他训斥完后 ， 我说我马上去买
火车票， 连夜返回上海。

当时， 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一张绿皮
火车的慢车坐票， 晚上坐了八个小时慢
车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上海。 直奔实验
室后， 林老师告诉我 ， 原来是法国那
边的导师恰巧找我有点事 ， 传真发给
了王老师 ， 让他转交给我 ， 这时王老
师才知道我回杭州了 ， 于是就有了那
份加急电报。

等王老师到了实验室看到我 ， 他
没有什么废话 ， 直截了当地说 ： “与
其到国外让外国人训 ， 不如在这里让
我给你做做规矩 ； 你现在马上回去写
检讨 ， 一式三份 ， 一份交到系里 ， 另
外两份分别贴在实验室的三楼和五楼
的橱窗里。” 当我把检讨书送到系里主
管研究生的李白云老师手上时 ， 她觉
得有点莫名其妙 ， 但读过之后便笑着
对我说 ： “你懂的 ， 王先生就是这样
的人。”

“与其到国外让外国人训，不如在这
里让我给你做做规矩”

全国研究生统考在1983年初的寒假
中进行， 本科最后一学期的主要工作就
是做大学毕业论文。 当我去问王老师我
应该做什么课题时， 他给了我两个选择，

要么在刚进口不久的一台大型多功能电
子能谱仪上工作， 要么在另一台只有一
个四极质谱功能的国产设备上工作。

这两台设备的差别， 就像一辆崭新
的宝马豪车与一辆破旧的平板车之间的
差距。

王老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我听了他
半个小时的介绍后，不仅心甘情愿，而且
可说是满心欢喜地选择去拉平板车。他
说，进口设备当然好，但在这台设备上工
作的教师和研究生已经不少，你作为本科
生，可能发挥的余地不大，或许只能做一
些辅助性的工作；而这台国产设备上目前

没有任何人工作，虽然功能少一点，但却可
以充分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一项科
研锻炼，不见得比在进口设备上效果差。

之后的事实确实证明， 他是完全正
确的。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我几乎每天与
这台“平板车”亲密接触，这让我特别享受
这种探索的过程，对科研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最后取得的成果也比我预期的好很
多，文章发表在《物理学报》上，这在当年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老师还将我的这项工作，与其他几
项在“宝马豪车”上所做的工作一起，投给
了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
半导体物理学会”， 唯独我这项在 “平板
车” 上拉出的工作被大会接受，1984年夏
天由王老师在会上报告。

大概在1983年秋，谢希德先生邀请了
国际表面物理领域的大家、斯坦福大学的
威廉·斯派瑟（William Spicer）教授访问
复旦并做系列学术报告。当时，我们系的
学术报告已不再翻译了，对我而言就像是
听天书。但我坚持全程听完，而且还下定
决心：一定要用英语提一个问题。

结果在一个我大概知道他讲什么内
容的地方， 终于 “挤出” 一个问题。 因
为担心提问时出现语法错误被笑话， 我
还专门把问题写在纸上， 等他已经转到
下一页讲解时， 我才举手打断他。 估计
当时太紧张了， 念的时候肯定是发音不
清或是咬字不准， 结果他还没听懂， 让
我再重复一遍， 当时我脑子嗡的一下，

心跳顿时加速， 心想完了。 好在我马上
镇静下来， 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这次他

听明白了。 有了这次 “零的突破”， 之后
就比较轻松了， 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可证
明， 我是当年物理学系学术报告会上提
问最活跃的那个学生。

在斯派瑟教授访问期间的一个上午，

王老师专门安排了一项活动， 由我们教
研室的教师向他介绍几项我们的工作。

完全出乎意料， 王老师竟然让我也作为
其中一员， 用英语向他汇报我的本科毕
业论文工作。

我第一反应是拒绝 ： 我的英语口
语， 哪有这个水平啊？ 但王老师说， 不
少日本人在国际会议上就是完全照稿子
念的， 你也可以照做。 这不明摆着是赶
鸭子上架嘛！ 最后， 我还是连滚带爬地
应付过去了， 当中， 斯派瑟教授还不时
打断我， 向我提问， 当然回答就全由王
老师代劳了。

如今回想起来， 王老师当时这么做，

可谓用心良苦，无非是想给我提供学习和
锻炼的机会，否则他自己去讲，会简单得
多，也清楚得多。

他这样引导学生跨入科研之门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王迅先
生今年已87岁高龄了 ，他也是 “汉字激
光照排系统之父”、 两院院士王选的哥
哥。和王迅先生打交道的人都有一个最
大的感触，那就是他的顶真、直接，有时
候甚至不近人情。他的一些学生直到毕
业多年后 ，还会说起在校时 “远远看到
王迅先生就绕道走”的经历。

但是，和王迅先生交往次数多了就
会发现，他“不近人情”的背后是发自内
心的温暖和正直 。正是他 ，在评上院士
后仍然一直为本科生上基础课。他曾被
称为“复旦大学最有名的代课教师”，因

为物理系的课如果遇到教授们有急事
上不了 ，就会由王迅代课 。因为他的身
体力行，物理学系成为全校第一个所有
教授都必须为本科生上课的院系。不论
是本科生还是青年教师 ， 有人向他求
助 ，他总是来者不拒 。连物理学系的本
科生看到一些王迅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也会想着主动寄给他看看。

我大约于1982年底决定在复旦大
学物理学系继续研究生学习。当时可供
选择的研究方向有两个：表面物理或半
导体物理 。为确定硕士导师 ，我咨询了
当时的年级辅导员郑国祥老师。听了郑
老师对相关导师的介绍后，我的直觉是
选王迅老师 ，主要原因在于 ：他被排在

复旦民间广为流传的谢希德先生的“四
大金刚 ”之首 ，业务水平在系里是公认
的，要想学本领，就得跟水平高的人学。

当然，我也被清楚地“警告”：“他比
较清高，不好相处；待人严厉，我们都挺
怕他。”过了两天，郑老师在与王老师交
流后，交给我一张王老师手写的便条，让
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家里聊聊。直到现在，

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激动心情：被
请到家里聊天，这礼遇也太高了吧！

那天晚上是我与王老师的第一次见
面。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当然主要是他
说我听， 他谈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之前闻
所未闻的。 他说， 我们中国学生都太规
矩、太谦虚，不敢挑战老师、不敢挑战权

威，而美国学生在教授做报告时，却会不
时打断演讲人， 提出不懂的问题或给出
自己的观点。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
少一点循规蹈矩，多一点闯劲；少一点唯
唯诺诺， 多一点大胆质疑。 用他的原话
说 ，“我们中国学生应该更加aggressive

（有攻击性）一点”，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这个英文单词还可以这样用。

那晚的谈话让我确信，王老师就是
我想跟的导师 。不久 ，我们开始填写研
究生报考表，报考表面物理的其他同学
全都很自然地选择了谢希德先生加上
一位副教授作为导师，只有我选择了王
迅作为唯一的导师 ，就这样 ，我成为了
王老师的学生。

每年教师节，也是弘扬师道、感念师恩

之时。

师生相处之间，曾经的点点滴滴，或许

会成为直抵学生灵魂深处的教育，让学生

铭记一生。

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什么样的老师

会给学生带来一生的影响？理想的师生关系

又应该如何构建？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物

理学系教授王迅今年已经87岁了。他的学生

对与他相处的点滴回忆，或许能给我们带来

一些启示。而知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单墫

在自己为生、为师的生涯中，与数学大家们

的交流，也从某种程度上勾勒出“师者”的伟

岸形象。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让我们感恩生命

中遇见的每一位良师。

编者按

■单墫

单墫是我国著名数学家 、

数学教育家 ， 也是 1983 年我
国首批获得理科博士学位的
18 人之一 。 在过去几十年中 ，

他一直专注于数学传播、 普及
和数学竞赛的人才选拔及相关
研究。 1964 年他毕业于扬州师
范学院数学系， 被分配到南京
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 1978 年 ，

35 岁的他被选拔到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读研。 他曾接受常庚
哲、 陆鸣皋等知名数学家的指

导，后师从著名数学家王元。

单墫自述 “对数学普及饶
有兴趣。因为当了一辈子教师，

而且 ‘好为人师 ’，所以写了不
少普及数学文化的文章”。在他
的学术生涯中， 接触到的多位
数学大师也给他带来很大的影
响。在他所著的《单墫数学与教
育文选》中就谈到华罗庚、陈景
润、王元、常庚哲等多位数学大
师的风采， 以及对后学潜移默
化的影响。

陈景润
把软卧票给我，我自己去换成硬卧

王元先生是我的恩师，大家都尊称
他为元老 。1978 年 4 月我到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读研 。此前 ，1964 年我从扬州
师院数学系毕业，并在中学任教 14 年，

扬州师院数学系的大学基础课与中学
数学研究抓得极为扎实 ， 但当时数学
研究在全国高校并未形成风气 。

我到中科大， 跟常庚哲老师学习样

条函数，又参加
陆鸣皋老师主
持的解析数论
讨论班与冯克
勤老师的代数
数论讨论班。如
何进行科研，实
在是门外汉。

元老从北
京来合肥指导，

对陆鸣皋老师
与我做的工作
大加奖励，并在
校系领导面前
表扬。于是我就
被定为首批博
士学位的一个

候选者。元老多次谈他自己学习与治学的
心得，他说读中学时并不很努力，外国电
影倒看了不少。考大学时未能考上最好的
大学，读了英士大学。但后来院系调整，合
并成立浙江大学。

元老曾说现在他不急于陷入某个问
题之中，大部分时间在观察动态，看看有
什么值得做的有意义的问题， 有什么能
够做的问题， 他多次对我说太小的问题
不值得做。

他还说：“我的学生， 我都要和他合
作一篇文章。”他给了我一个题目，但对
我说：“不一定能做出来， 做不出来也不
要紧，慢慢想。”

但这个问题， 我一直未做出来，因
为觉得无从下手 ， 想了想就放下了 。

1983 年 ， 我去北京参加首批博士学位
的大会 。想到要去见元老 ，觉得不好交
代 ， 便在火车上连夜想 ， 居然想出来
了，幸亏当时火车要开 10 个小时以上。

见到元老便将这事告诉他 ， 他也很高
兴。后来又经过修改 ，合作完成了这篇
关于哥德巴赫数的文章发表在 1985 年
第 1 期《数学学报（英文版）》 。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

导师给我上的三堂课


